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典籍翻译的至简之道
−基于《三字经》翻译的反思

罗迪江1,2，林沛阳1

 （1. 广西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6；2.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论，为典籍翻译提供了一种“语形结构－语义表征－语用

建构”的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三字经》翻译为切入点，反思和说明当前典籍翻译的语义诠释

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并运用生态翻译学对典籍翻译的生态结构进行分析，指出典籍翻译

的本质是“至简之道”：以经译经，大道至简；以诗译诗，大美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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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translatology,  as  a  holistic  methodology,  can  provid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based  on  synthesized “ syntactic  structure-semantic  presentation-pragmatic  construc-
tion” .  This  paper  takes  the  translations  of Sanzijing as  an  example  and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the
difficulties  confronting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to  analyze  the  eco-
structures of Classic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to demonstrate the essence
of  simplicity  of  classics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classics  in  the  same simple form as  the original  calssics;
translating poetry into poetry as aesthetic a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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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无论在宏观还是

微观上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果。然而，典籍翻译

似乎还受制于一种语义诠释模式：它既表现为极大

地促进了典籍外译的积极发展，又揭示了不足以体

现典籍翻译本质的困境。基于此，典籍翻译需要积

极地探索新的进路与范式，也要对业已存在的典籍

译文版本进行反思，以求给出新的重译。典籍作为

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之流，无论是开拓新的进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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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寻求新的复译，都需要依赖新的研究视角的整体

性引入，否则典籍翻译就会失去生命活力。典籍翻

译为了求得“适者生存”，生态翻译学自然而然地

成为其一种新的选择。生态翻译学是在 21 世纪初

翻译研究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思想源泉，

是在中国土壤之上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的新翻译学

说，这个由思想驱动而成的生态范式是以生态整体

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为理论基础，以问题域转换来

建构自身的本体论信念、方法论路径、人本论关怀

和目的论取向[1]。因此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典籍翻译

研究，非但不与语义诠释模式相悖，而且可在其基

础上增加一种新的理解层面。只是当前对典籍翻译

的研究似乎缺乏这种整体论思想的具体运用。本文

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三字经》英译现象，以

 《英韵三字经》[2] 为分析对象，寻找生态翻译学对

典籍翻译研究的新视域，揭示典籍翻译的本质−
至简之道：以经译经，大道至简；以诗译诗，大美

天成。

 一、典籍翻译的生态翻译学反思

随着典籍翻译的深入发展，其探讨开始在译学

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并日益成为当代翻译学者研

究的“新宠”，表现为“地位空前提高，队伍日益

壮大，成果逐年增多”
[3]，而且有人断言“会改变

中华民族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一个民族的心理

状态”
[4]。作为文学翻译的重要部分，典籍翻译与

诗歌、小说、唐诗宋词、律诗绝句等一样，目的在

于“阐明中国典籍为什么译、译什么、怎么译和谁

来译四大根本性的问题”
[5]。典籍翻译除了对四大

根本性翻译问题的探讨之外，更为关注的是对作为

中国文化结晶的典籍外译的概括与总结，对其所产

生的翻译模式的探索、反思和批判。典籍翻译面临

的主要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典籍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尚未成熟，其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亦是欠缺。因此，

典籍翻译需要以跨学科的翻译理论来考察和审视其

内在的跨学科性、文化性和复杂性。

生态翻译学就是要解脱西方译论面临二元对立

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危机，体现翻译研究的复杂性、

整体性、动态性与多元性，既为翻译理论的不同方

法论研究视角提供一个相互促进的平台，又能给翻

译的认识论问题域的转换开辟一个新的方向[6]。作

为一种复杂性思维范式，生态翻译学既为典籍翻译

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又为重新理解翻译本质

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中国典籍翻译

的理论反思与批判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与整体性的

理论空间之上，其研究视角、模式与范式也出现了

一系列新的变化。例如：典籍翻译的“语内翻译与

语际翻译”
[7]
“文化自觉”

[8]
“理论体系建构”

[9]

 “中国式叙述”
[10]
“四大落差”

[11]
“三重境界”

[12]

 “典籍翻译的多元互补译者模式”
[13] 等。生态翻译

学研究自觉致力于求解“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

为何译”问题，就是因为其自身需要从整体论的视

角为翻译研究做出新的说明与理解而被提出来的[14]。

典籍翻译的多元化发展与跨学科研究，与生态翻译

学的整体论思想形成了愈加密切的关联。典籍翻译

可以说是对翻译的跨学科关注点和生态翻译学的整

体论思想之间相互作用交叉的一个系统性研究。这

种相互作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

下的生态平衡、生态范式、文本移植、求存择优、

适应选择、文本生命、翻译生态、译者中心等诸多

核心概念，既存在于典籍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中，也

存在于典籍翻译的生态研究中，而这单凭任何一门

不具有整体论思想的翻译理论都难以对典籍翻译研

究达成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典籍翻译在当前研究背

景下都可以有跨学科的分析，其研究视角也可以随

着生态翻译学的新发展而获得新的增长点。这表明：

当典籍翻译反思其发展历程时，若从单一的研究范

式去看待自身发展就会一直受限于语义诠释模式；

相反，从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去考察典籍翻译，

就会赋予典籍翻译研究一个新的动力和基础。

生态翻译学之所以在典籍翻译研究中具有如此

魅力，在于其自身的整体性与跨学科性。生态翻译

学有一个系统的整体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典籍翻

译关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东西可以互生共

存。作为一种新的生态范式，生态翻译学为典籍翻

译的各个层面提供了可以达成一致的统一框架，在

音美、形美与意美的有效融合上，对典籍翻译的语

形、语义与语用层面上的方法论做出有效的融合，

摆脱了典籍翻译的语义诠释模式的束缚。作为一种

生态整体论思想，生态翻译学能促使典籍翻译的多

元化趋向均有一个可相互借鉴并相互关联的整体范

围。作为一种运用生态思维来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

 “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复杂性思维范式所具有的复杂

性与整体性，必然使翻译研究所及的深度、力度、

广度与维度都远远超出简单性思维范式”
[15]。正是

基于这种复杂性思维范式，生态翻译学能从生态理

性与生态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典籍翻译，摆脱典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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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语义诠释模式的束缚，将典籍翻译纳入一个由

 “语形－语义－语用”综合而成的有机翻译生态系

统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从而彰显典籍翻译的复杂性、

开放性、动态性、整体性、多元性和生成性。

 二、典籍翻译的生态结构

基于生态翻译学反思典籍翻译的研究现状，我

们发现传统典籍翻译旨在通过注解、释义、注释等

方式确立了一种语义诠释模式。语义诠释模式本质

上预设了典籍翻译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

式，而是以“相关性”范式对典籍文本的汉语译文、

注解、释义、注释等进行二次翻译。“相关性”范

式不完全把作者的意图和价值观放在文本结构的中

心位置，不完全关注文本固有内容和内部的文本特

质，而是把翻译重心置于文本与当下社会和日常生

活之间相关的切入点上，以服务当下需要为重点[16]。

在其驱动下，典籍翻译偏离了“以经译经”和“以

诗译诗”的轨道，遮蔽了典籍翻译的内在本质。目

前，译学界意识到语义诠释模式对典籍翻译研究是

不完备的。翻译的“诠释性”实际上意味着翻译的

限度，是人们必须正视的；作为译者，我们必须承

担一种译者的责任：关注并且守住语言的限度[17]。

翻译/语言的限度不只是语义的诠释，应该把长期被

忽略的语形结构和语用建构纳入典籍翻译的考察范

围，从而全面地理解典籍翻译的本质。概而言之，

典籍翻译研究可以从生态翻译学出发，解决好典籍

翻译的语形结构、语义表征和语用建构的整体性

问题。

 （一）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

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是译文生态所具有的与原

文生态一致的逻辑理路与句法形式。中国典籍文辞

精粹洗练，节奏错落有致，结构精致通透，逻辑周

密严谨，形式超拔魅力，这就内在地为典籍翻译设

定了最为基础的语形结构。以生态翻译学观之，语

形结构是典籍的结构表征，典籍翻译是语形结构的

生态移植。语形结构是实现典籍翻译的根本性前提。

失去了源语固有的语形结构，典籍翻译就会失去源

语生态与文本生命。典籍翻译既是按照源语的语形

脉络去把握译语的一种生态结构，也是对典籍文本

的生态结构的一种生态移植。文本移植就是要从原

作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对拟翻译作品进行选择，

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依循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在另

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从而使译文能够在新的译语

生态环境中生存、长存[18]。以典籍《三字经》为例，

其语形结构就是“三字”固有的生态结构，其翻译

自然而然是以三词、押韵的英语格韵诗为生态结构。

典籍翻译不应该超越给定的语形结构，其语形结构

越清晰，其翻译的生态结构就越需要对称和谐。从

翻译生态来看，《英韵三字经》是中国典籍翻译史

上第一个以三词对译三字的《三字经》英译本，此

译本遵循“以经译经”原则，形成一种寻求中华文

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成为了中国典籍翻译的典范之

作。相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裨治

文（Bridgeman）、翟理斯（Giles）等的《三字经》

英译版本基本为注译本，所奉行的是语义诠释模式，

破坏了《三字经》给定的生态结构，使《三字经》

翻译不再是“三字经”翻译，本质上遮蔽了国学经

典的中国元素、超拔魅力和韵文风采。

 （二）典籍翻译的语义表征

在给定语形结构之后，典籍翻译的生态结构仍

需要进一步得到语义表征的确定。也就是说，典籍

翻译应当对典籍文本所蕴含的文化、认知、社会、

哲学等进行语义解释并给出语义规定。语义表征规

定了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语义内涵的张力范围，确

立了语义内涵的伸缩度以及相关的表征内容。语义

表征与语形结构相结合，共同规定了典籍翻译的客

观方面，即强调典籍翻译是一种以原作生态结构为

基底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模式。语义表征作为

典籍翻译生态结构的内核，是典籍翻译在语形结构

与语义表征交汇中产生的前提，它界定典籍文本内

容的含义及其与典籍的语形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从

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典籍翻译的语义表征主要集

中在典籍翻译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

选择转换，它需要解决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的

适应性选择转换问题，同时也表明作为以文本为中

心的典籍翻译本质上依赖于典籍的语义内涵。因此，

语义表征构成了典籍翻译的意义规定性，构成了典

籍翻译最重要的部分。当语义表征限定于狭义的文

化典籍时，它带有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理性伦理、

国学经典与诗化哲学。当语义表征定位于广义的文

化典籍时，它是属于文学典籍范畴，其翻译有两种

处理方式：一种是把文学典籍处理得具有文化的深

度；一种是把文学典籍朝纯美的方向进行处理[19]。

以《三字经》为考察切入点，《三字经》外译基本

上受到语义诠释模式的影响，其翻译生态不再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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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原味的三字结构，其文本生态失去了鲜活的中国

元素，因而无法适应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的时代要求。这是典籍翻译的语义诠释模式所面临

的根本问题，也是典籍翻译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典籍翻译的语用建构

典籍翻译不能仅局限于对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

的语形考察，需要引入语义解释性的考察，更依赖

于对翻译主体及其能动性等相关因素的语用建构的

考察。正是因为语用意识的整体性建构，典籍翻译

彰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

一性。我们知道，译者作为适应性主体既要受到翻

译生态环境的影响，又要通过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来

建构新的翻译生态，使文本生命在新的异域中“适

者生存”而获得新的生命力[20]。译者对典籍翻译结

构与语义表征的生成过程正是译者的语用建构，这

是“译者作为生态人而出场的生态作为，就是在翻

译实践过程中履行生态翻译之思，生态翻译之

实”
[21]。换言之，语用建构决定了语形结构与语义

表征的生成过程，预设了译者的主导作用和责任意

识，构成了典籍翻译的适用范围和评价标准：一方

面是译者对典籍翻译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

另一方面是译者有责任保持文本生态的平衡和关注

原文的生命在译语环境中的生存与长存。正是译者

的语用建构才得以将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与语义表

征联系起来。就《三字经》翻译来看，国内译者开

始增强自己的文化自觉、翻译责任和译者素养，试

图改变当前《三字经》英译译者的生存境遇−从

西方化转向本土化和从译入行为转向译出行为，提

升国内译者英译《三字经》的文化自觉，促使中国

文化走向世界，从而出现了独具一格的颇具创新性、

颠覆性的《英韵三字经》。这样的英译建构了《三

字经》的翻译生态，赋予了《三字经》翻译新的文

本生命，重塑了《三字经》翻译的译者生存境遇，

使《三字经》在异域中获得持续的生命。译者只有

真实地还原《三字经》的文化性和精神性，《三字

经》英译本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在异域之中才

得以诞生与延续。译者作为原文生命的“转渡者”，

需要在时空上使原文生命在异域中诞生、延续与发

展，在转渡过程中“随心所欲不逾矩”，让原文生

命在异域中获得来世生命[22]。这是译者作为“生态

人”与“转渡者”应有的翻译责任和语用意识。

 三、典籍翻译的至简之道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可以将典

籍翻译的语形、语义与语用三者结合成一个整体来

分析，既能克服语义诠释模式的局限性，又能克服

从语言学、文化学或人类学的单一视角进行研究的

缺陷，整合了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语义表征与语

用建构的各自优点，为全面理解和把握典籍翻译的

本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平台。整体上说，语形结构

为典籍翻译的生态结构提供了形式界定的基底，语

义表征为典籍翻译限定了意义框架，语用建构为典

籍翻译界定了适用范围和评估标准。可见，典籍翻

译是一个基于译者的语用建构之上对典籍的生态结

构进行语形分析，对生态结构中的认知、哲学、文

化、社会因素进行语义表征，进而将典籍的语形结

构与语义表征联系起来的动态的受限生成过程，其

核心思想是至简之道：以经译经，大道至简；以诗

译诗，大美天成。

 （一）以经译经，大道至简

中国典籍文辞精粹洗练，节奏错落有致，结构

精致通透，逻辑周密严谨，形式超拔魅力，思想深

邃精髓，无不令人悟出“大道至简”的意旨。简单

是整体性的归结，越简单，信息量越完整；简单是

高级形式的复杂，越简单，信息量越丰富。以

 《三字经》为例，其文本生命是“三字”的语形结

构，其翻译生态是经典与押韵的语义表征以及富于

哲理性和诗性化的语用建构。如果翻译超出“三字”

的语形结构，就破坏了经典与押韵的语义表征，遮

蔽了哲理性和诗性化的语用建构，不再是原汁原味

的《三字经》了。显而易见，翻译并非简单的文辞

对应，而应深入到中西文化之源，根据诗体特征，

瞻前顾后，左右逢源，从而达至译文的圆满调和[23]。

显然，《三字经》的翻译是以经译经，大道至简。

以《三字经》第一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的英译为例，赵彦春将其译为“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
ture”。译者高度地“依归”于原语生态，有意识

地适应原文生态环境，遵循“以经译经”原则，通

达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的对称和谐，互生共存，可

谓“大道至简”：简到极致，便是大智。以经译经，

在于通过对《三字经》的语形结构的限制性、语义

表征的解释性和语用建构的主体能动性，深入挖掘

中西方文化对“人性”探讨的异曲同工之妙：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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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邀请了“人”，earth 的存在召唤了“地”；

通过 nature 与 nurture 的思考与守护将不在场的、

隐蔽的“天”牵引出来，以 good 的“初始、本源

的善”牵引出隐蔽的“神”（God）−“上帝即

善”。与此同时，译者勾勒出“性”（nature）与

 “伪”（nurture）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无性则

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

论》），展开此节经文翻译的语形结构、语义表征

与语用建构之间的张力：same 应和 nature 而天然

地存在着，varied 契合 nurture 而创造性地演化着，

在“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的基础上与“一阴

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遥相呼应。

于是，《三字经》首节诗所蕴含的天、地、人、神

四方聚集于一方，架起异域天堑的通途，使经文中

的 Man、earth、God 等“全息元”在不同程度上成

为 中 西 方 哲 学 对“人 性”（ nature） 与“习 性”

 （nurture）整体理解的缩影。天、地、人、神聚集

于一方，彼此关联统一、彼此和谐共存，既体现了

西方哲学“四方”（天、地、人、神）整体聚集的

生态理性，又突显了东方哲学“三才”（天、地、

人）融会贯通的生态智慧。中西方生态哲学思想的

交汇融合，构成了具有涵摄性的《英韵三字经》开

篇之译。可见，至简之道，并非表面的简单，而是

一语道破天机的简单，是思想博大精深的简单。它

既表征了语言结构里压缩了文化视觉，又蕴含着复

杂哲理思想的语言全息元：“全息元之间相互包含

的是对方的信息，而不是对方的实体本身，无限的

信息可以被压缩进很小的空间之内。”[24] 概而言之，

典籍翻译的大道至简，是典籍文本整体性思想的微

观缩影。

 （二）以诗译诗，大美天成

中国典籍表面上没有严格的诗体形式，然而整

个语篇蕴含着诗性语言，文辞精练、对称和谐、多

样统一、节奏押韵，乃是中华文化宝库的“大美天

成”。那么，典籍如诗或如诗典籍有没有翻译之道

呢？那便是“以诗译诗”，通达“大美天成”。如

诗典籍讲究文辞对称和谐，意境优美，哲理深邃。

因此，典籍翻译应追求语言简洁和生态诗性。且看

赵彦春将《三字经》第五节经文“养不教，父之过。

教 不 严 ， 师 之 惰 。”译 为 ：“What’ s  a  father?  A
good  teacher.  What’ s  a  teacher?  A  strict  preacher”。

此译文真可谓简到极致，便是大美。译者运用了生

态翻译学的“多维转换”方法进行“以诗译诗”。

译者在对全句、全段、全文总体思考后，改变单一

维度的译文处理，不只做语言转换，同时考察与审

视文化内涵、交际意图、心理暗示、美学追求等多

个维度，特别关注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平衡，以

及大、中、小翻译生态环境等要素之整体性以及相

互之间的关联。首先，译者需要以《三字经》中的

语形结构进行界定，使译文生态中的 father，tea-
cher，preacher 具有形式合理性（即语素“er”的形

美与音美融合了译文生态的意美）与逻辑连续性：

father 乃是“教”之先行者−“父母之爱子，则

为之计深远”（《战国策》）； teacher 乃是“教”

的“为之计深远”，是 father 对子女教育的进一步

深化−“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师说》）；

preacher 乃是 teacher 之“教”的进一步规范与要

求−“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礼

记》）[25]。其次，译者基于对原文语形结构的创造

性建构和译文生态的选择性适应，“掏空”了原文

的断定句结构（养不教/教不严），建构了译文的疑

问语句结构（What’s a father? / What’s a teacher?），

以追问的方式寻求译文的形美、音美和意美。作为

文化沟通的桥梁，翻译需要突破和跨越中西文化的

鸿沟，在“养不教”与“教不严”中被遮蔽的教育

主体（father，teacher）逐渐显现，在“父之过”与

 “师之惰”中被遮蔽的真相（“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的教育责任−a good teacher/a strict
preacher） 得 以 还 原 。 最 后 ， 寥 寥 数 语 （ father，
teacher，preacher）在“语形结构－语义表征－语

用建构”的综合作用下，使译文做到“更少即更好”

 （ less-is-more-effect）。此乃译者对“意中之境”

的品味与对“境中之意”的领悟，使原文生态与译

文生态之间获得“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

子·知北游》）的关联效果。译文通达“大美天

成”，即“《英韵三字经》的终极音美、形美与意

美，它弥漫于《三字经》之中，是译者存在之言说

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译者翻译思想的最简表

征’”
[26]。可以说，至简之道，既揭示了典籍翻译

基于译者的语用建构而获得语形结构与语义表征之

间的内在关联性，又表征了典籍翻译的诗性思维与

生态智慧。

 四、结语

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国文学外译的

重要组成部分。真实有效地还原与再现中国典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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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文学性与精神性，是中国典籍翻译乃至中

国文学外译的精神实质。可以说，中国典籍翻译乃

至中国文学外译需要获得整体论思想的规约与导向，

避免自身完全陷入西方价值观与话语形态的困境。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规约，中国文学外译将会逐渐丧

失中国元素而陷入一种消解中国文学性的危机深渊[27]。

通过典籍翻译的生态翻译学反思，我们意识到，目

前典籍翻译研究基本上确立了一种语义诠释模式，

然而它忽略了典籍翻译的语形结构与语用建构，既

不能全面地理解典籍翻译的本质，又导致典籍翻译

陷入一种消解中国文学性的可能性。生态翻译学作

为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为典籍翻译提供了“语形

结构－语义表征－语用建构”的整体研究视角，对

典籍翻译研究不仅注重典籍的语形结构的生态移植，

而且注重典籍的语义表征与语用建构的文本移植。

典籍翻译整合了语形的结构性、语义的表征性和语

用的建构性这些优点，从而走向至简之道−典籍

翻译遵循“以经译经、以诗译诗”原则，实现翻译

的大道至简、大美天成。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典籍翻

译研究对揭示典籍翻译的本质具有明显的优势，它

不仅能为典籍翻译的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而且促

使典籍翻译纳入生态范式的研究范畴。当然，典籍

翻译的“至简之道”只是一种“入乎其内”却还不

能“出乎其外”的初步探讨，尚待进一步的发展以

及更深层面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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